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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2020 年開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席捲全國。作為公共衛生應急事件，此次疫

情防控涉及國家治理的諸多問題。《文化縱橫》雜誌長期關注治理現代化問題，我們相信

疫情防控定能取得勝利，也認為這一事件為我們理解國家治理在高速流動時代所面臨的規

律和挑戰，提供了難得的反思契機。本文是華東理工大學中國城鄉發展研究中心於 1 月 28

日開展的線上集體研討的綜述，文章發問：我們到底在經歷一場什麼樣的疫情及其帶來的

社會巨變？在國際格局大重組大變動的時代，類似這種突發重大風險會如何演變？文章圍

繞“大流動時代”特點、“大城市為王”思路、移動新媒體時代的治理難題、危急時刻的

社會運轉等問題展開了深入分析，僅代表作者觀點，感謝授權，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文化縱橫》雜誌也歡迎廣大學人賜稿(投稿方式見文末郵箱)，就相關新現象和新問題發

表深度見解，以期共同拓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研究視野和智識空間。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公共危機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層思考 

2020 年伊始，江城武漢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迅速吸引了全國的關注，

高速流動的中國突然從武漢按下了“暫停鍵”，傳承數千年熱熱鬧鬧訪親拜

友的春節，頓時被“封城”和“隔離”等熱詞取代。我們到底在經歷一場什

麼樣的疫情及其帶來的社會巨變？在國際格局大重組大變動的時代，這種突

發重大風險是否會越來越多？我們又該汲取哪些經驗？ 

 ▍一、如何治理“大流動社會”？ 

建國七十年，我們已經習慣了“快速發展”所帶來的諸多便利，在資本的牽

引下，高鐵、高速公路、航空、移動互聯網等一系列基礎設施條件的提升，

中國近年以約 2.5億流動人口的規模展現著“大流動社會”的震撼與繁榮，

“春運”更是其極致體現。恐怕一個月前，還沒有人會認真想像過對一個千

萬人口級別的超大城市進行“封城”的具體情形。疫情的迅速擴大，無疑與

全社會各種要素的高速流動密切相關。過去三十年，我們積累的所有治理流

動社會的經驗，主要是日常管理和服務為主，如治安、教育、醫療和環衛等

方面。在重大突發情況下的流動社會治理，我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顯然

還有很多可以改善提升的地方。本次疫情應對中浮現出了諸多引人深思的問

題，如事權在央地之間的合理分工、條塊之間的配合與協調、區域間的合作

與排斥、城鄉之間的團結與分化、基層社會的組織動員方式等等。 

首先，區域分化問題再次凸顯。 

在此次疫情防治初期各省的行動可以發現，不同地域和省份的利益自覺要比

17年前的“非典”時期強很多。這看起來和 2012年以來中央權威加強的趨

勢相悖，其實並行不悖。1990 年代分稅制改革時期，央地博弈說到底主要

是在地方官員和中央官員之間的博弈，而且是在數字上錙銖必較的數目字博



 

 

弈。但這一次，是“群起而較之”，公共安全、公共衛生領域的博弈，跟公

共財政上的經濟層面的博弈，又有明顯不同。 

個體化時代，自保的動力較之以前更強了。這種地方民眾的壓力雖然未必對

中央的地方官員選任機制產生什麼影響，但守土有責，哪一個地方大員都不

願冒鄉里之大不韙來“以身涉險”，兩者一拍即合，中央則事後追認默許。

就這樣，本位主義、地方主義強化和中央權威的強化同時並存就可以理解

了。但也需要注意到，中央迅速再次強調了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性，公安部

也迅速強調未經批准擅自斷路等行為將依法處置。 

現代社會，獨善其身已不可能。風險社會，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大市

場、大流動社會格局下，還有何人何地能獨善其身？閉門以自保的結果事實

上是“七傷拳”，註定撐不了多久。上海的菜價，這兩天就也是一個大型“翻

車”現場。快遞小哥、外來人員隔離在外，白領“在家上班”，可能嗎？城

市化之後要後退，一定會進退失據，甚至退一步萬丈深淵，因為整個社會結

構和經濟基礎已經變掉了。 

其次，當前城鄉治理的差異性戲劇性體現。 

相比于城市的“精細治理”，農村還是非常粗放的。從網上披露以及部分河

南籍成員的親身觀察來看，河南有的村莊自發行動起來，有的在政府組織下

行動起來，但最初應對的方式都是最直接的——堵路、封村。河南農村地區

的行動能力在這次事件中彰顯得淋漓盡致，但顯然這還不夠科學。在人口大

流動時代，作為人口流出大省又比鄰湖北的河南，面臨大規模春節“返鄉”

的人潮，防疫壓力空前巨大。雖然網上有“硬核”一說，但其實農村基層組

織的基礎信息統計能力還遠遠不夠，而只能凸顯出堵路這種簡單粗暴的方

式。 

這次疫情防控過程中，城鄉基層社會確實是都動員起來了，但動員的機

制是什麼？我們現在的治理是要精細、精准到區塊、網格、人員上，城市和

農村的動員機制有共同之處——城鄉基層組織，但區別仍是根本性的。 

這也值得思考，農村和城市的治理差異究竟是什麼？ 

中心成員也介紹了近期親身體驗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鄉土社會，一種以基

層組織為引導嚴防疫情，另一種是以人情禮俗為主導，共謀“生死之交”。 

以豫北某村為例，首先，大年初一緊急通知，以村級組織為主力，封路、

拉起紅色布條全面戒嚴等等，一系列的行動讓村民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其

實紅色布條和封路的大土堆並不能徹底阻斷村民進出的通道，它們更大意義

上是一種信號——危險，這種危險的信號由正式組織為代表來傳達。加上網

絡媒體的更新和朋友圈微信群裏關於疫情的渲染，家家戶戶在大年初二就開

始了足不出戶的自我隔離與保護。隨後，村組織只是下發了疫情防控傳單，

通過喇叭進行疫情防禦的廣播，但是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舉措時，鄉土人情

就會徘徊在鄉村。人情的維繫來自於禮尚往來的情感和面子文化，有來無往

會得罪人，不給面子也會令雙方限於難堪的境地。尤其是“走親戚”並不是

單家獨戶的事情，是生長在親屬網中的複雜關係結構。這就出現了很多“不

得不”。 



 

 

兩種現象的明顯對比，其實證實了我們治理體制中一直強調的，社會的

力量往哪里走，是需要正面而有力引導的。這種引導是行動性的，而不單單

是宣傳。農村中老年人一輩活在世俗的現實世界中，他們的權威信息來源主

要依賴於村委。網絡信息極其發達，他們沒辦法辨認其真偽，所以只能靠傳

統的正式組織權威為標杆。 

 ▍二、“大城市為王”的利與弊？ 

隨著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場化的縱深發展，包括中國在內

的世界各國經濟引擎越來越依賴於大城市，發展大都市圈成為各國的共識。

中國近期也明顯傾向於依託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等城市群的經濟活力，

完善改革開放的空間佈局。大城市和城市群帶給我們的是“效率”，這種效

率既有經濟發展的“正功能”，但同時也存在著巨大的“風險”。 

雖然我們一直對此有理論上的討論和警惕，但全國不分東西南北的真切感受

這種“風險社會”的威力，還是罕見的。武漢為九省通衢，歷來兵家必爭之

地，現在還是常住人口超千萬的超大城市。此次武漢的疫情直接帶動了全國

30 個省區進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充分揭示了現代大都市的

風險傳播力和影響力。我們不會因噎廢食，但如何更好地提升大城市的公共

安全治理水平，已經刻不容緩。 

大城市帶來給我們更多地是生產效率和消費能力，凸顯的是一個“力與

欲”；我們阻斷疫情的方法是降低流動和切斷傳播，入手之處是“關係”。

如果僅僅從“關係”（社會組織）上反思和入手，則終究還是沒有觸及深層

次的問題。 

我們或許需要的一場改變中國人生活習慣的“行為革命”，也即“生活治

理”。“病從口入”依然有效，如果按照流行的說法，疫情源于大量的食用

野生動物的陋習所致，則新時代中國人的生活治理或許還是要從“吃”開

始。我們過往比較重視“社會治理”，強調社會組織與社會動員等，但其實

中國的治國理政傳統中包含著大量的“移風易俗”的“生活治理”，直接改

變人們的行為方式與生活方式，脫離開“生活治理”的社會治理是片面的，

也往往是不細緻的。 傾向更加文明化? 

▍三、移動媒體時代的治理難題 

此次疫情發展迅速，但全國範圍內關注此事，還是 1 月 20 日鐘南山院士接

受媒體採訪為轉折點，此後形勢發展超出所有人的預料，輿情沸騰，各類真

假信息短時間裏天量湧現。在人人都可以做信息源的時代，信息的真假分別

頓時成了難題，我們越來越難以認清這個世界。這也是本次疫情與 17 年前

“非典”時期的重大不同。 

面對洶湧的輿情與民情，國家如何適當引領和傳播正能量？如果由輿情引發

的恐慌難以遏制，其帶來的潛在社會風險（如搶購生活物資等）將難以估量，

也必將產生遠超過疫情本身的社會代價。信息的權威發佈，本身是為了保持

社會穩定，但保障信息的權威性、真實性和準確性，一定是謹慎而需要時間

的。但這種謹慎和時間週期性，在新媒體時代恰恰遭遇了嚴重的挑戰，廣大

網民在等不到權威信息的時候，往往被各類魚龍混雜的信息所困擾。 



 

 

同時，此次事件中反映出來網絡在農村社會中的功能，也值得關注。之前農

村社會生活中的聯繫，主要是串門、大街上閒聊等方式。這次事件的出現，

強烈的改變了村民獲得信息的方式並重塑了其觀念意識，除了村幹部的喇叭

廣播之外，多是從網絡平臺（抖音、西瓜等自媒體平臺）獲得疫情的相關信

息，並迅速調整了自己的觀念與行為。所以，農村社會生活的聯結方式，跟

網絡或自媒體就緊密的聯繫在一起了。 

此外，微信也成了這次嚴控聚會空間之後，所出現的一個虛擬的網絡空間，

人際之間的交往、信息流動，多是通過微信實現的。所以，從現實的面對面

的交往到虛擬空間的交往，是目前農村社會交往的一個巨大變化，而在此次

防疫過程中又被強力加速了。 

▍四、危急時刻的社會如何運轉？ 

如武漢市長在電視採訪中所言，此前人類歷史上都從來沒有對一個千萬人口

的大城市進行過“封城”。從目前的情況下，依託強大的物質保障、組織動

員和技術條件，武漢市依然能夠正常運轉，這種史無前例的現代條件下的緊

急時刻生活經驗和治理經驗，值得我們深入總結思考。而且城鄉之間也體現

出較多的差別，城市更多依賴技術，鄉村更多依賴組織。 

現代中國社會的正常運轉依賴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面力量的協調發力，

“封城”、交通管制和禁止群體性活動，更多體現的是社會交往的“暫

停”，物質、信息和能源的輸送依然正常，這是技術發達和物質豐裕的體現，

是綜合國力的體現。但“暫停鍵”顯然不能長久為之，社會的持續正常運

轉，依然需要恢復市場和社會的活力。  中國已經進入到一個高度城市化的

時代，但又是一個城鄉關係極為密切的城市化階段，“春運”及其帶來的疫

情傳播也是一個集中體現。我們需要適應城市生活，我們需要提升文明習

慣，我們需要與大自然更為和諧的相處，我們需要更為現代化的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我們還需要更多勇於擔當的幹部和專業人員。這或許是此次疫情

帶給我們的一個集體反思的難得契機，當然疫情仍在繼續，事態還需要持續

關注，相信我們能夠化危為機，克難攻關。 

 


